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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知识和理论体系产生于西方ꎬ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发展的结果ꎬ非西方国

家的社会科学通常是从西方引进或传入的ꎮ 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ꎬ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传入中国ꎮ 中国知识界

在积极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ꎬ努力推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近代转型ꎮ 在此基础上ꎬ经济学、政
治学、社会学、历史学、逻辑学等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开始了孕育和生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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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知识和理论体系产

生于西方ꎬ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发展的结果ꎬ是
西方近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非西方国家

的社会科学通常是从西方引进或传入的ꎬ近代中

国自然也不例外ꎮ 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时代大潮ꎬ
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渐次传入中国ꎬ并以甲午战争

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ꎮ 中国知识界在积

极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ꎬ努力推

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近代转型ꎮ 在此基础上ꎬ
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逻辑学等近代

中国社会科学开始了孕育和生长ꎮ

一、西方近代社会科学输入中国

在中国历史上ꎬ曾经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外

来文化输入ꎮ 一次是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ꎬ自东

汉时期开始ꎬ中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拓展发扬ꎬ
前后绵延 ５００ 余年ꎬ最终实现了佛教中国化ꎮ 另

一次是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输入ꎬ史称“西学东

渐”ꎬ自明朝末年算起ꎬ直至民国时期ꎬ前后历经

３００ 余年ꎮ 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就是伴随着西学

东渐的大潮传入中国的ꎮ
所谓“西学”ꎬ即西方学术文化ꎬ是包含社会

科学在内的西方学术思想、学术组织、学术制度

等的总称ꎮ “西学”概念早在明朝末年就已经出

现ꎬ一些书籍甚至以此冠名ꎮ 如传教士艾儒略编

述的«西学凡» (１６２３ 年)一书ꎬ以答述形式将当

时欧洲大学所授各科课程按照文科、理科、医科、
法科、教科、道科(即神学)六部分编纂而成ꎬ并
提纲挈领地介绍了 ７０００ 余种西书ꎮ 传教士高一

志编写的五卷本«齐家西学» (１６２４ 年)、四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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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治平»(１６３０ 年)、«修身西学»(１６３０ 年)等
书ꎬ用西方观点阐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中国儒家思想文化ꎮ 西学之所以东渐ꎬ从根本上

说是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ꎬ生产力、科
学技术获得了很大进步ꎬ资产阶级正按照自己的

意志构建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ꎮ 另一方面ꎬ中国

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ꎬ已
经缺乏通过自我革新、自我调节向近代社会转型

的动力和因素ꎬ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正日

益扩大ꎮ
明末清初ꎬ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

传教士来华ꎬ掀起了第一轮西学东渐热潮ꎮ 从

１６ 世纪中期到 １８ 世纪ꎬ来华耶稣传教士累计

４５０ 余人ꎬ加上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斯定会等

教派传教士ꎬ总数达千人以上ꎮ〔１〕 他们来华前都

经过了严格培训ꎬ除宗教知识外ꎬ还掌握天文、数
字、地理等知识ꎮ 几乎所有传教士来华时都携有

数量不等的西学书籍ꎬ有人把译介西洋科学、传
播欧洲文化当作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ꎮ〔２〕据统

计ꎬ自利玛窦来华到康熙禁教ꎬ再到耶稣会被解

散ꎬ２００ 年间耶稣会传教士译述的西书中ꎬ宗教

类 ２５１ 种ꎬ自然科学类 １３１ 种ꎬ大致归入社会科

学领域的仅 ３８ 种ꎬ涉及逻辑、心理、伦理、地理、
教育等内容ꎮ〔３〕如利玛窦 １５９５ 年编著的«西国记

法»«交友论»两书ꎬ前者是西方传入中国的第一

部神经学及心理学著作ꎬ后者摘录了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西塞罗等关于友谊的诸多论述ꎮ 傅汎

际译意、李之藻达辞的十卷本«名理探» (１６３１
年)ꎬ是介绍欧洲逻辑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逻辑

学的最早著作ꎮ 此外还有艾儒略译、杨廷筠笔述

的五卷本«职方外纪» (１６２３ 年)、艾儒略著的两

卷本«西方答问» (１６３７ 年)、利类思等编著的

«西方要纪» (１６６８ 年)、南怀仁编著的«坤舆图

说»(１６７４ 年)和«坤舆外纪»(１６９７ 年)等ꎮ 与西

方科学技术、天文历法、军事技术、医学药学、采
矿冶金等自然科学书籍以及宗教文献的译介相

比ꎬ跟社会科学相关的西书译介显得微乎其微ꎮ
而且严格地说ꎬ这些传教士所编撰和译介的西书

尚不能称为近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ꎮ 毕竟ꎬ这时

的欧洲ꎬ近代社会科学尚在孕育之中ꎮ
西学的东传ꎬ无疑给中国知识界输入了新鲜

空气ꎬ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的眼界ꎮ 当

然也要看到ꎬ这些耶稣传教士介绍的西学ꎬ是个

新旧杂糅的混合体ꎬ既有“新学”ꎬ也有“古学”
“旧学”ꎬ有的尚停留在欧洲古典科技和古希腊

时代的水平上ꎬ有的甚至无法撇清与欧洲中世纪

宗教神学的关联ꎮ 有研究者据此批评他们:“对
十六世纪出现的那些最富于革命性、危及封建神

权基础的自然科学成就ꎬ却缄口不谈ꎮ 例如哥白

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物理学、开普勒的‘行
星运动三大定律’ꎬ都是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贡献ꎮ 对于这些新学说ꎬ来华的耶稣会士ꎬ
有的人是知道的ꎮ 但他们守口如瓶ꎬ不作介绍ꎻ
或者在介绍中偷梁换柱ꎬ加以歪曲ꎮ” 〔４〕也有研究

者对此观点提出反驳:“我们不要忘记ꎬ十七世纪

中叶所有的合格的科学家与差不多所有的哲学

家ꎬ都从基督教的观点去观察世界ꎮ 宗教与科学

互相敌对的观念是后来才有的ꎮ” 〔５〕

经过 １８ 世纪中后期几十年的中断ꎬ到 １９ 世

纪初ꎬ西学东渐又以新的方式呈现ꎬ担任这次先

锋角色的不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ꎬ而是基督教

新教传教士ꎮ 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新教传教士来

华ꎬ揭开了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序幕ꎮ 早期新教传

教士主要在南洋、广州和澳门一带活动ꎬ鸦片战

争后ꎬ他们通过«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赋予

的特权ꎬ以东南沿海通商口岸为据点ꎬ热心传播

宗教ꎬ同时翻译了数量可观的西书ꎬ包括社会科

学方面的部分书籍ꎮ 据统计ꎬ１８１０—１８６７ 年ꎬ新
教传教士译述西书 ７９５ 种ꎬ其中宗教方面 ６８７
种ꎬ占 ８６％ ꎻ自然科学方面 ４７ 种ꎬ占 ６％ ꎻ而历

史、地 理、 政 治、 经 济 等 方 面 只 有 ２７ 种ꎬ 占

３％ ꎮ〔６〕跟社会科学有关的书籍有:麦都思编的

«东西史记和合» (１８２９ 年)对中国、欧洲重大文

明创造、历史事件的记载ꎻ郭实腊编的«大英国统

志»(１８３４ 年)、«万国地理全集» (１８３８ 年)、«古
今万国纲鉴»(１８３８ 年)、«制国之用大略» (１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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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贸易通志» (１８４０ 年)等对世界各国历史

特别是欧洲史、西方商业制度、贸易情况的介绍ꎻ
玛姬士辑译的«外国地理备考»(１８４７ 年)对各洲

地理位置、政事制度、历史文化、宗教风俗的介

绍ꎻ裨治文著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１８３８ 年)
和«联邦志略» (１８６１ 年)对美国历史地理、政治

制度、风土人情的详尽介绍ꎻ卢公明著的«华人贫

苦之故»(１８５８ 年)对华人贫苦原因的分析等ꎮ
这些西书成为随后林则徐、魏源、梁廷枏、徐继畬

等了解世界情况的重要资料ꎮ〔７〕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ꎬ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

天国运动的打击ꎬ侵略者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

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ꎬ使得清廷有识

之士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大威力ꎮ 为

了解除内忧外患ꎬ实现富国强兵ꎬ他们开始主动

学习西方科技和文化ꎬ洋务运动于是兴起ꎮ 此后

一段时间ꎬ西学传播主体不断扩大ꎬ除传教士外ꎬ
新增洋务派官员、学校教习、中外译员、报刊编辑

等ꎮ 西学传播机构不断增加ꎬ除教会组织外ꎬ新
增政府译书机构、新式学校等ꎮ 西学传播内容出

现变化ꎬ自然科学书籍不断增加的同时ꎬ社会科

学书籍日渐增多ꎮ 西学传播对受众的影响逐渐

从先前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向普通市民和社

会基层扩展ꎮ １８９６ 年ꎬ梁启超编撰«西学书目

表»一书ꎬ收录了 １８７１—１８９４ 年间我国翻译出版

的西书 ３５２ 种ꎬ分为西学、西政、杂类三大类ꎬ跟
社会科学相关的书籍大约 ８０ 余种ꎮ

这一时期要特别提到翻译出版西书的两类

机构及其所译的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书籍ꎬ它们在

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早期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ꎮ
一类是清政府创办的译书机构ꎬ如京师同文

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ꎮ 大规模有组织地翻译

引进西方系统性科学学科ꎬ始于京师同文馆ꎮ 作

为新式外语学校ꎬ同文馆创办于 １８６２ 年ꎬ主要任

务是培养西学人才ꎻ而最能体现学生西学水平

的ꎬ就是西书翻译ꎮ 同文馆存续期间ꎬ共译西书

３６ 种ꎬ其中社会科学书籍有 １０ 余种ꎬ包括«富国

策»(１８６３ 年)、«万国公法» (１８６４ 年)、«公法便

览»(１８７７ 年)、«公法会通» (１８８０ 年)、«法国律

例»(１８８０ 年)等ꎮ «富国策»由传教士丁韪良组

织力量翻译ꎬ最早将西方近代经济学理论系统地

介绍到中国ꎬ是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近代经济

学理论的最重要著作ꎮ〔８〕 «万国公法»亦由丁韪

良翻译ꎬ是第一本中文版西方国际法学著作ꎬ首
次将近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思想观念以及概念

术语带到中国ꎮ〔９〕该书是中国通商口岸地方官员

以及所有涉外人员的必读书目ꎬ影响广泛ꎮ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清政府创办的出版书

籍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译书机构ꎬ前后出版西

书 １８０ 种ꎬ以自然科学居多ꎬ社会科学方面有 ３３
种ꎬ包括政法、交涉、兵制、商务、学务等ꎮ〔１０〕 比较

重要的有«防海新论» (１８７４ 年)、«列国岁计政

要»(１８７８ 年)、«东方交涉记» (１８８０ 年)、«佐治

刍言» (１８８５ 年)、«东方时局论略» (１８８９ 年)、
«公法总论» (１８９４ 年)等ꎮ «防海新论»由传教

士傅兰雅翻译ꎬ是近代中国第一本外国军事理论

著作ꎬ对晚清军政要员产生了重要影响ꎮ〔１１〕 «佐
治刍言»亦由傅兰雅翻译ꎬ是戊戌变法前介绍西

方政治和经济思想最系统的一部书ꎮ 梁启超赞

誉其“探本穷原ꎬ论政治最通之书”ꎬ“言政治最

佳之书”ꎮ〔１２〕有研究者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书»曾
受其影响ꎮ〔１３〕值得一提的还有«西国近事汇编»ꎬ
该书主要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等编译而成ꎬ自
１８７３ 年至 １８９９ 年ꎬ每年出一卷ꎬ介绍西国大事要

闻ꎬ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的重要参考书ꎮ 梁

启超曾极力推介此书:“欲知近今各国情状ꎬ则制

造局所译«西国近事汇编»最可读ꎬ为其翻译西

报ꎬ事实颇多也ꎮ” 〔１４〕

另一类是传教士主办的出版机构ꎮ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前ꎬ教会出版机构一统天下ꎬ此后直至 ９０
年代ꎬ随着官办译书机构的兴起ꎬ开始了两类出

版机构并峙时期ꎮ 这一时期教会出版机构主要

包括美华书馆、益智书会、广学会等ꎮ 特别是广

学会ꎬ原名同文书会ꎬ成立于 １８８７ 年ꎬ１８９４ 年改

现名ꎬ宗旨主要是编印刊物ꎬ出版西书ꎬ介绍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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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ꎮ 广学会以及来华传教士创办的所有报刊杂

志中ꎬ传播西学内容最多、发行最广、名气最大的

当属«万国公报»ꎬ内中不但有连载的西学译述ꎬ
而且消息报道、时事评论中也含有西学内容ꎮ 这

些刊载的西学中ꎬ比较有份量的ꎬ多以单行本形

式面世ꎮ 据统计ꎬ１８８８—１８９８ 年广学会共出版

西书 ５６ 种ꎬ大部分为社会科学书籍ꎬ其中不乏有

影响的著作ꎮ〔１５〕 如«中西关系略论» (１８７６ 年)、
«自西徂东»(１８８８ 年)、«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
(１８９２ 年)、«富国养民策» (１８９３ 年)、«百年一

觉»(１８９４ 年)、«泰西新史揽要» (１８９５ 年)、«中
东战纪本末» (１８９６ 年)、«文学兴国策» (１８９６
年)等ꎮ «自西徂东»是传教士花之安最具代表

性的中文著作ꎬ分仁、义、礼、智、信共 ５ 集 ７２ 章ꎬ
将西国政事与中国现状相比较ꎬ宣传中国仿行西

法ꎮ 该书是广学会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ꎬ对中

国士人及官员影响巨大ꎮ〔１６〕 «百年一觉»由传教

士李提摩太翻译ꎬ原是一部幻想小说ꎻ该书对未

来理想社会的设计ꎬ对维新派思想家很有启发作

用ꎮ 康有为说它“是‘大同’影子”ꎬ〔１７〕 谭嗣同认

为它“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ꎮ〔１８〕 «泰西新

史揽要»是李提摩太最重要的译作ꎬ全书从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叙述了 １９ 世纪欧美各国

发展史ꎬ是晚清销量最大、影响最广的西方历史

学译作ꎮ〔１９〕

总之ꎬ从明末清初到甲午战争前后ꎬ在 ３００
多年的西学东渐大潮中ꎬ不仅西方的科学技术、
天文历法、军事技术、采矿冶金、医学药学等自然

科学得到大量传播ꎬ而且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历史地理、教育外交等近代社会科学也得

到初步译介ꎮ 明末清初之际ꎬ传教士在儒学外衣

的掩护下ꎬ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ꎬ主要从物质层

面用西学来改造和影响中国文化ꎬ其时尚未危及

到国家与民族的政治和道德秩序ꎬ整个社会亦能

平静地看待作为异质文化的西学ꎬ并用欣赏的眼

光和心态接受其物质成果ꎬ西学的影响范围十分

有限ꎮ 但是ꎬ鸦片战争之后ꎬ西方资本主义列强

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ꎬ封建社会结构开始发

生变化ꎬ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已经逐渐不适应迅

速变革的近代社会ꎬ如何对待强势的西方科学文

化ꎬ以及如何建立适应社会变革需要的文化特别

是一套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ꎬ就显得十分迫

切ꎮ〔２０〕在此背景之下ꎬ不仅西方传教士传播西学

更主动ꎬ而且国内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开始关注西

学并积极传播西学ꎮ 他们不仅十分关注和积极

传播西方自然科学ꎬ而且开始对西方近代社会科

学投入更多的精力ꎬ积极地将它们引入中国ꎬ推
动它们在中国的迅速传播ꎮ

二、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迅速传播

１８９４ 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

的重要转折ꎬ之前还没有哪次战争对中国思想界

的冲击超过它ꎮ 虽然清政府多次被欧洲列强欺

凌过、打败过ꎬ但终究以虚幻的方式极力维护着

所谓“天朝上国”的尊严ꎮ 这一役却迥然不同ꎬ
泱泱大国竟然惨败于“蕞尔小邦”日本ꎬ并被迫

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ꎬ随后资本—帝国

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ꎬ清政府在这场战争中

颜面尽失ꎬ中国人再一次品尝到割地赔款的屈辱

滋味ꎬ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ꎮ
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ꎬ实自甲午

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ꎮ” 〔２１〕 甲午战败不

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ꎬ也刺激着中华民族

意识的觉醒ꎬ刺激着人们思考和探索中华民族的

新道路ꎮ 这样ꎬ在甲午战争前还比较微弱的维新

变法呼声ꎬ战后一跃成为不可遏制的社会思潮ꎬ
并最终导致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ꎮ

资产阶级维新派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西学

的浓厚兴趣ꎬ或以上疏或以著文形式ꎬ要求自上

而下实行变法ꎬ把兴西学和译西书作为维新变法

的重要举措ꎬ公开宣称:“苟其处今日之天下ꎬ则
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ꎬ昭昭然也ꎮ” 〔２２〕１８９４ 年ꎬ
马建忠上疏«拟设翻译书院议»ꎬ强调书院应主

要翻译以下三类西书:一是“各国之时政”ꎬ即议

院立法、各国交涉、外部往来信札、新议条款等方

面书籍ꎻ二是“居官者考订之书”ꎬ即行政、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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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财、交邻等方面书籍ꎻ三是“外洋学馆应读之

书”ꎬ即自然科学书籍ꎮ〔２３〕以上三类西书中ꎬ除第

三类外ꎬ第一、二类主要是社会科学书籍ꎮ 此后ꎬ
李端棻、杨深秀、李盛铎、盛宣怀、孙家鼐、梁启超

等先后上疏ꎬ奏请“开译书局”“开馆译书”“设译

书院”“设翻译学堂”等ꎬ提出不仅要翻译西方自

然科学著作ꎬ更要翻译西方政治、经济、法律、教
育、历史等社会科学书籍ꎮ １８９７ 年ꎬ高凤谦在

«时务报»发表«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一文ꎬ强
调西方政治学书籍翻译的急迫性:“泰西有用之

书ꎬ至蕃至备ꎮ 大约不出格致政事两途ꎮ 格致之

学ꎬ近人犹知请求ꎮ 制造局所译ꎬ多半此类ꎮ 而

政事之书ꎬ则鲜有留心ꎬ译者亦少ꎮ” “不知中国

之患ꎬ患学在政事之不立ꎮ 而泰西所以治平者ꎬ
固不专在格致也ꎮ” “此翻译政事之书所以较之

格致为尤切也ꎮ” 〔２４〕 在维新派看来ꎬ为了实现国

家富强ꎬ仅靠西方技艺和自然科学不能解决问

题ꎬ还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ꎮ 于是ꎬ变革

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任务被提上议事日程ꎬ为制

度变革开辟道路的西方社会科学开始受到维新

派青睐ꎮ 在维新派(后来是民主派)的积极倡导

下ꎬ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政治学说的翻译出

版掀起了热潮ꎬ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人物及其译

作ꎮ
这方面首推严复ꎮ 严复是翻译西方社会科

学著作水平最精、贡献最大、影响最深的思想家ꎬ
先后翻译了英国赫胥黎著的 «天演论» (１８９８
年)、英国穆勒著的«群己权界论» (１９０３ 年)、英
国甄克思著的«社会通诠» (１９０３ 年)、法国孟德

斯鸠著的«法意» (１９０４ 年)等著作ꎬ系统介绍了

西学ꎬ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社会学、
哲学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ꎮ 严复将达尔文的进

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介绍到中国ꎬ使
中国知识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变化ꎮ 在当时ꎬ
进化论是作为西方科学被接受的ꎬ但又成为接受

西方科学的前提条件ꎬ因为它揭示了西方强大的

原因在于追求进化而造就的发达科学ꎮ 与此同

时ꎬ进化论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儒学

传统的动辄以“三代”、文武周公为号召的全新

世界观ꎬ阐明了科学发达与社会发达的必然联

系ꎬ从而为急切寻求富强之道的中国人学习科学

提供了最初的理论依据ꎮ〔２５〕 胡适强调指出:“严
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ꎮ” 〔２６〕任继愈认为他

“是中国最早最系统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
政治理论和学术思想ꎬ宣传资本主义‘西学’‘新
学’以与封建主义的‘中学’ ‘旧学’相抗衡的首

要代表人物ꎮ” 〔２７〕严复在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化中

所做的工作是开创性的ꎬ奠定了新时代思想家们

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而接受的基

础ꎮ〔２８〕

其次是梁启超ꎮ 戊戌变法前ꎬ梁启超在上海

创办«时务报»ꎬ发表«变法通议»ꎬ组建大同译书

局ꎬ编辑“西政丛书”ꎮ 变法失败后ꎬ逃往日本ꎬ
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ꎬ创立广智书局ꎬ撰写

«各国宪法异同论» «国家论» «天演学初祖达尔

文之学说及其传略»«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

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等系列文章ꎬ大
力介绍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学说ꎬ同时翻译

«现今世界大势论»«近世欧洲四大家政治学说»
等社会科学书籍ꎬ介绍欧美资产阶级政治学说ꎮ
就译作的学术地位和思想影响而言ꎬ梁启超虽然

不能与严复相提并论ꎬ但他通过批评洋务运动时

期的器物翻译取向ꎬ建议译者选择适当的西书来

译ꎬ特别是要翻译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等著

作ꎬ从而为这次翻译转向提出了方向性意见ꎮ 严

复的翻译实践和梁启超的大力倡导ꎬ对中国近代

翻译从单纯的器物翻译取向转向社会科学翻译

和科技翻译并重局面发挥了重要的引导性作

用ꎮ〔２９〕有研究者指出ꎬ梁启超通过对日译本的翻

译ꎬ在中国特别成功地传播了西方社会科学ꎮ〔３０〕

再次是赵必振ꎮ 戊戌变法前ꎬ赵必振倾心改

良维新ꎮ 变法失败后ꎬ赵必振亡命日本ꎬ参与«清
议报»«新民丛报»的编校工作ꎮ １９０２ 年赵必振

潜回上海ꎬ从事译述工作ꎬ此后二三年从日文译

介社会科学书籍 ２０ 余种ꎮ 这些译书大致分三

类:一是社会主义书籍ꎬ如幸德秋水著的«二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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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之怪物帝国主义» (１９０２ 年)和福井准造编著

的«近世社会主义» (１９０３ 年)ꎬ前者主要批判列

强尚武用兵的殖民政策ꎬ指出 ２０ 世纪主要危险

是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ꎬ该书是分析批判帝国主

义的首本中文译作ꎻ后者重在介绍法国革命后欧

美国家的社会主义历史及其社会党的现状ꎮ 二

是“史学小丛书”ꎬ包括«埃及史»«亚西里亚巴比

伦史»«土耳机史» «亚剌伯史» «波斯史» «腓尼

西亚史»«犹太史»等 ７ 种ꎬ这些国家大多是历史

上的文明古国ꎬ后来无一例外地由盛而衰直至亡

国ꎮ 作者译介它们的历史ꎬ显然不是随意选取

的ꎬ而是与中国面临的瓜分豆剖境地紧密相关ꎮ
三是人物研究ꎬ既有如«拿破仑»«亚历山大»«戈
登将军»等对个体重要人物的研究ꎬ也有如«日
本维新慷慨史»«世界十二女杰»«东洋女权萌芽

小史»等对群体重要人物的研究ꎬ特别是译介

«日本维新慷慨史»ꎬ目的是借鉴明治维新的主

要经验和成功做法ꎬ激励国人卧薪尝胆、发愤图

强ꎮ
最后是范迪吉ꎮ １９０３ 年范迪吉受上海会文

学社邀请负责编译“普通百科全书”ꎬ把“凡关于

学理、政术与种种科学有影响于诸科学之发达进

步者ꎬ皆在是书范围内涵容无遗”ꎻ选译的底本标

准是:“日本最有力学者之名著ꎬ且系最新最近出

之书”ꎮ〔３１〕作为首部以“百科全书”命名出版的中

文译本ꎬ“百科全书”共 １００ 种ꎬ其中社会科学 ５０
种ꎬ按照初级学、普通学、专门学三个系列由浅入

深地加以编排ꎬ涉及政治学、法律学、哲学、历史

学、地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ꎮ
“百科全书”于 １９０３ 年翻译出版ꎬ为中国人学习

西学知识、了解西学知识体系ꎬ为更高阶段的“研
精”和“互证”奠定了重要基础ꎮ 日本学者实藤

惠秀认为ꎬ“百科全书”是中国留日学生翻译史

上的“大事业”ꎬ“可以作为本年度汉译日本书的

最高成绩的代表”ꎮ〔３２〕这是对“百科全书”的整体

性评价ꎬ其中自然蕴含着对社会科学的肯定性评

价ꎮ
除上述四人外ꎬ译介和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的

人物还有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麦孟华、麦鼎

华、张知本、朱宝绶、沈纮等ꎬ他们不遗余力地将

西方社会科学书籍介绍到中国ꎬ使得西方社会科

学书籍的翻译出版大增ꎮ
甲午战争之后ꎬ西方社会科学之所以迅速传

播ꎬ这与清末留学运动的兴起是分不开的ꎮ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ꎬ迫于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ꎬ清
政府决定推行“新政”ꎬ制定和出台新的留学政

策ꎬ鼓励和派遣留学生ꎬ国内随即掀起一股留学

潮ꎬ目的地主要是美国、欧洲和日本ꎬ其中尤以日

本为多ꎮ 据统计ꎬ１９００—１９０７ 年的留美生仅百

余人ꎬ到 １９１１ 年达到 ６５０ 人ꎮ １９０３—１９１１ 年ꎬ在
英、德、法、奥、比等国的留欧生约 ５００ 余人ꎬ而
１８９６—１９１１ 年的留日生不低于 ４ 万人ꎬ特别是

１９０５—１９０８ 年间ꎬ每年留日生不少于 ５０００ 人ꎬ
１９０６ 年甚至高达 １２０００ 人ꎮ〔３３〕与欧美相比ꎬ日本

能够成为海外留学的首选目的地ꎬ不仅在于中日

两国地理上的“一衣带水”、文化上的“同种同

文”ꎬ以及留学生活费相对低廉、经济负担远比留

学欧美学生轻ꎬ更重要的原因在于ꎬ日本被视为

通过以西方为榜样的改革而已经强大起来的典

范ꎮ〔３４〕

这一庞大的留学生群体ꎬ特别是留日生群

体ꎬ成为西方社会科学传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

量ꎮ 据谭汝谦统计ꎬ１８９６—１９１１ 年ꎬ中国和留日

人员中翻译出版日文书籍共计 ９５８ 种ꎬ其中社会

科学 ５４１ 种ꎬ占 ５６％ ꎮ〔３５〕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此前

半个世纪中国翻译西方社会科学书籍的总和ꎮ
另据杨寿清统计ꎬ１９０２—１９０４ 年共译西书 ５３３
种ꎬ其中哲学、政治、经济、教育、历史、地理等社

会科学书籍 ２９８ 种ꎬ占总数 ５６％ ꎻ而同期翻译自

然科学书籍 １６８ 种ꎬ占总数 ３２％ ꎮ 这些译书中ꎬ
译自日文的 ３２１ 种ꎬ占 ６０％ 强ꎻ译自英文的 ８９
种ꎬ占 １６％ ꎻ译自德文的 ２４ 种ꎬ占 ４％ ꎻ译自法文

的 １７ 种ꎬ占 ３％ ꎮ〔３６〕译自日文的明显多于其他外

文ꎮ 在此期间ꎬ中国和留日人员中翻译出版日文

西书的机构有 １１６ 所ꎬ〔３７〕 突出的有译书汇编社、
会文学社、闽学会、教科书编译社、湖南编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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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社等ꎮ 他们除翻译出版书籍外ꎬ还创办了为

数众多的杂志ꎬ如«开智录» «译书汇编» «国民

报»«新民丛报» «游学译编» «新译界» «大陆»
«新世界学报» «政法学报» «湖北学生界» «江

苏»等ꎮ 留日生所办期刊不仅数量众多ꎬ而且内

容上也较同期国内期刊为优ꎬ成为当时传播新思

想的重要媒介ꎮ 这样ꎬ以甲午战争为分水岭ꎬ中
国人对域外思想资源的学习由先前的以欧美为

师转而效法东洋ꎬ这一转变对西方近代社会科学

的传播乃至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产生了深远

影响ꎮ

三、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生

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中ꎬ中国知识界积极

介绍和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ꎬ并努力

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改造中国传统学

术ꎬ推动着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近代转型ꎮ 在此

基础之上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逻辑

学等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开始了孕育和生长ꎮ
(一)经济学

“经济”一词最早见于«晋书长沙王传»:
“同产皇室ꎬ受封外都ꎬ各不能阐敷王教ꎬ经济远

略ꎮ”古汉语中的“经” “济”常分开用ꎬ前者指治

理ꎬ后者指救济ꎬ两字连用时多指经世济民、经邦

济国之意ꎮ 这与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经济”概念

显然相距甚远ꎮ 因此ꎬ当英语“ ｅｃｏｎｏｍｙ”最初被

译成中文时ꎬ一段时间内并没有采用“经济”概

念ꎬ而是从中国传统词汇中找到与之大致匹配的

词汇ꎬ如“富国” “富国养民” “理财” “生计” “平
准”“资生”等ꎮ 相应地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被译成“富
国策”“富国学” “富国养民策” “富国养民学”
“理财学”“计学”“生计学”“资生学”等ꎮ

从洋务运动开始ꎬ西方经济学著作被译介到

国内ꎮ 如法思德著的«富国策» (１８８０ 年)、哲分

司著的«富国养民策» (１８８６ 年)、傅兰雅著的

«富国须知» (１８９２ 年)、李提摩太著的«生利分

利之别论» (１８９４ 年)、嘉托玛著的«富国真理»
(１８９９ 年)、马林著的«富民策»(１８９９ 年)等ꎮ 这

些是当时英国比较流行的经济学著作ꎬ译者均为

传教士ꎻ除«富国策»外ꎬ其他译作质量均不高ꎮ
甲午战败后ꎬ西方经济学说的译介任务被上升到

国家存亡高度ꎬ“吾国经济问题ꎬ即吾国存亡问

题ꎬ欲解决此问题ꎬ则非输入学说不为力”ꎮ〔３８〕 自

此ꎬ西方经济学著作的译介在世纪之交掀起高

潮ꎬ比较重要的如亚当斯密著的«原富»(１９０１
年)、谢卫楼著的«理财学» (１９０２ 年)、持地六三

郎著的«经济通论» (１９０３ 年)、天野为之著的

«理财学纲要» (１９０３ 年)、田尻稻次郎著的«二
十年来生计剧变论»(１９０３ 年)和«理财学精义»
(１９０３ 年)、金井延著的 «社会经济学» (１９０５
年)、山崎觉次郎著的«经济学» (１９０５ 年)、松崎

藏之助著的«经济学要义» (１９０６ 年)、麦喀梵著

的«经济原论» (１９０８ 年)等ꎬ它们都被翻译了过

来ꎮ 特别是严复译的«原富»ꎬ系统地介绍了西

方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ꎬ是当时中国输入西方

经济学的最重要著作ꎮ
伴随着西方经济学的传播ꎬ经济学开始作为

科学受到重视ꎬ并被纳入学校专门科目和课程体

系之中ꎮ 早在 １８６７ 年ꎬ北京同文馆开设经济学

课程ꎬ名为“富国策”ꎬ教习是丁韪良ꎬ教材是英

国经济学家法思德著的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
ｏｍｙꎬ当时译为«富国策»ꎬ现译为«政治经济学教

本»ꎮ 这是目前所知以授课形式传播经济学的最

早记录ꎮ 在北京同文馆的示范下ꎬ广州同文馆、
上海中西书院、潞河书院等洋务学堂纷纷效仿ꎬ
相继开设“富国策”课程ꎮ １８９７ 年ꎬ传教士李佳

白向总理衙门呈递说帖ꎬ提议京师设立总学堂ꎬ
并将“富国策” 作为其中开设的科目之一ꎮ〔３９〕

１９０２ 年ꎬ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

程»规定ꎬ“商务科”为大学七科之一ꎬ下设簿记

学、产业制造学、商业史学等六目ꎮ １９０３ 年ꎬ京
师大学堂聘请杉荣三郎为教习ꎬ讲授“经济学”
课程ꎬ讲稿经整理后由商务印书馆于同年出版ꎬ
名为«经济学讲义»ꎮ 这可能是第一本冠名“经
济学”的中译本ꎬ也是一本极有影响的经济学著

作ꎬ当年便有 ４ 种版本ꎮ〔４０〕 差不多从 １９０３ 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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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ꎬ以“经济学”冠名的译作迅速增多ꎬ逐渐取代

了其他译名ꎮ 这样ꎬ经济学不仅在名称上有了科

学概括ꎬ在内容上有了西方经济学的大量译介ꎬ
在制度性上也有了规范科目和课程设置ꎬ标志着

近代中国经济学的产生ꎮ
(二)政治学

政治学在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产生于

２０ 世纪初ꎬ主要得益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
严复、章太炎等人把西方的国家学说、契约论、民
主自由、天赋人权、议会和政党制度等政治学理

论大规模地介绍到中国ꎮ 一些重要的西方政治

学著作甚至不止一个译本ꎬ如卢梭著的«民约

论»被杨廷栋译为«路索民约论» (１９０２ 年)ꎬ穆
勒著的 «论自由» 被马君武译为 «自由原理»
(１９０３ 年)ꎬ孟德斯鸠著的«论法的精神»被张相

文译为«万法精理» (１９０３ 年)等ꎮ 一些在欧美、
日本流行的政治学著作在国内陆续出版ꎬ仅以

“政治学”命名的译作就有近 １０ 本ꎬ如伯盖司著

的«政治学»有译书汇编社(１９００ 年)和作新社

(１９０３ 年)两种译本ꎬ那特硁著的«政治学»有广

智书局(１９０２ 年)和商务印书馆(１９０４ 年)两种

译本ꎬ小野塜喜平次著的«政治学»有法政丛编

社(１９０５ 年)、丙午社 (１９０６ 年)、商务印书馆

(１９０７ 年)三种译本ꎮ 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政治

学译作还有:高田旱苗著的«国家学原理»(１９０１
年)和«政体论»(１９０３ 年)、市岛谦吉著的«政治

原论»(１９０２ 年)、威尔逊著的«政治汎论» (１９０３
年)、菊池学而著的«宪政论»(１９０３ 年)和«议会

政党论»(１９０３ 年)、纳岌尔布礼著的«共和政体

论»(１９０３ 年)、石川条著的«欧美政党论» (１９０３
年)等ꎮ 据统计ꎬ１９０１—１９０４ 年各书社翻译出版

的西方政治学著作约有 ６６ 部ꎮ〔４１〕 正是这些文献

大大缩短了中国人探索现代政治学范式的距离ꎮ
伴随着西方政治学著作及其思想的译介ꎬ国

内加快了政治学的科学化建设步伐ꎬ特别是在新

式学校中开始筹划设立政治学科ꎮ １８９６ 年ꎬ梁
启超上书张之洞ꎬ建议设立“政治学院”ꎬ〔４２〕强调

重视政治人才的培养ꎮ １８９８ 年ꎬ京师大学堂正

式批准设立ꎬ由总理衙门拟定的«筹议京师大学

堂章程»中ꎬ根据西方通行学校的功课种类制成

的功课分类表ꎬ包括了初级政治学和高等政治

学ꎮ〔４３〕由于戊戌变法失败和八国联军入侵ꎬ１９０２
年才正式开办京师大学堂ꎬ并设立了仕学馆ꎬ实
际上成为后来大学政治学系的前身ꎮ 与此同时ꎬ
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首次

制订了大学分科分系制度ꎬ规定大学应该分设七

科ꎬ其中“政治科”排序第一ꎬ下设政治学、法律

学两目ꎮ 不过该«章程»并没有得到执行ꎮ １９０４
年清政府正式颁布张百熙等人重新拟定的«奏定

学堂章程»ꎬ其中原“政治科”改为“政法科”ꎬ下
设政治门、法律门两门ꎮ 实际上直到 ６ 年后的

１９１０ 年 １ 月ꎬ京师大学堂才正式开办分科大学ꎬ
首次招收本科生ꎮ

(三)社会学

“社会学”汉语的最早出处可能源自谭嗣同

的«仁学»(１８９６ 年):“凡为仁学者ꎬ于佛书当通

«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ꎬ于西书当通«新约»及
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ꎮ” 〔４４〕 谭嗣同是将“社会

学”与算学、格致并列在一起的ꎮ 不过这一名词

当时并未流行ꎬ思想界用得较多的还是“群学”
概念ꎮ 康有为 １８９１ 年在广州万木草堂创设长兴

学舍ꎬ聚徒讲学ꎬ宣传维新变法主张ꎬ在«教育大

纲»中设“群学”课程ꎬ与“政治原理学”等课程并

列为“经世之学”ꎮ 严复 １８９５ 年在«原强»中系

统介绍西方社会学创始人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ꎬ
认为该学说“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事ꎬ帜其学曰

群学”ꎮ〔４５〕梁启超 １８９６ 年作«‹说群›序»«群理»
«新民说论合群»等文章ꎬ对“群学”作了创造

性发挥ꎬ提出“以群为体ꎬ以变为用” 〔４６〕 主张ꎬ对
变法维新思想作了新概括ꎮ 严复于 １８９７ 年着手

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著作ꎬ１９０２ 年译完

并以«群学»之名铅印ꎬ翌年以«群学肄言»书名

由文明译书局出版ꎮ 该书是直接翻译西方社会

学的首部著作ꎬ影响很大ꎮ
首次用“社会学”命名西方社会学译作的是

章太炎ꎮ 他于 １９０２ 年翻译了日本社会学家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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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武太著作«社会学»ꎬ称道该书:“卓而能约ꎬ实
兼取斯、葛二家”ꎮ〔４７〕这里的“斯”“葛”分别指斯

宾塞、吉登葛斯ꎮ 换言之ꎬ该书是综合斯宾塞、吉
登葛斯的社会学理论而成ꎮ 同年ꎬ吉登葛斯著作

«社会学提纲»由吴建常由日文转译成中文并出

版ꎬ书名为«社会进化论»ꎬ中心思想是宣扬生存

竞争ꎬ强调优胜劣败原则ꎮ 此后二三年间ꎬ各种

含“社会”或“社会学”名词的译作渐次多起来ꎬ
涩江保著的«社会学»由开明书店出版ꎬ大原祥

一著的«社会问题»由闽学会出版ꎬ马君武译的

«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由西江欧化社、广雅书局

同时出版ꎬ有贺长雄著的«族制进化论»«社会进

化论»«人群进化论»三部作品由广智书局相继

推出ꎮ
在学科制度化建设方面ꎬ一些新式学堂开始

设立社会学课程ꎮ １９０４ 年ꎬ上海的圣约翰学院

开设社会学课程ꎬ由门阿瑟主讲ꎬ教科书名为

Ｗａｌｔｅｒ Ｂａｇｅｈｏｔ’ ｓ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ꎮ〔４８〕 １９０６
年ꎬ京师政法学堂章程明确规定ꎬ在正科政治门

第一学年课程表内ꎬ安排“社会学”课程ꎬ时间为

２ 小时ꎮ １９１０ 年ꎬ在改订的学堂章程中ꎬ除了继

续执行前述课程表规定的“社会学”课程及相应

时间外ꎬ在第 ３ 学年增加“工业政策”和“社会政

策”课程ꎬ时间为 ４ 小时ꎮ 同年ꎬ京师大学堂规

定ꎬ政法科政治学门在第一学年开设“社会学”
课程ꎮ １９１３ 年ꎬ上海的沪江大学设立社会学系ꎬ
教师主要来自美国的布朗大学ꎮ 这是中国高等

学府设置的第一个社会学系ꎮ
(四)历史学

史学为中国古代学术所固有ꎬ博大精深ꎮ 梁

启超说:“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ꎬ为中国所固

有者ꎬ惟史学ꎮ” 〔４９〕近代以降ꎬ随着中国社会的急

剧变革、西方社会科学的涌入特别是进化论的传

播ꎬ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由传统的经世史学向

以进化论为指导的新史学转变ꎮ 梁启超是新史

学的奠基人ꎬ他于 ２０ 世纪初相继发表«中国史叙

论»«新史学»等文章ꎬ首次明确提出“史学革命”
主张ꎬ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ꎬ则吾国遂不可

救ꎮ 悠悠万事ꎬ惟此为大!” 〔５０〕正式揭橥“史界革

命”旗帜ꎮ
新史学的兴起适应了时代发展要求ꎬ引起史

学界乃至思想界的巨大反响ꎬ并一度成为中国历

史学的主流ꎮ 新史学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两方

面:一是西方新史学理论及方法的介绍ꎬ特别是

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浮田和民著作及其思想

的译介ꎮ １９０２ 年ꎬ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

编»发表«史学概论»译作ꎬ主要依据就是日本史

学界元老坪井九马三著作«史学研究法»ꎬ同时

参考了浮田和民等人的论著ꎮ 作为系统介绍西

方近代史学方法论的重要著作ꎬ浮田和民的«史
学原论»在中国影响很大ꎬ并于 １９０２—１９０３ 年间

被中国人竞相翻译ꎬ先后有六种译本问世ꎬ文明

书局出版的侯士绾译本ꎬ干脆将其译为«新史

学»(１９０３ 年)ꎬ这种状况在中国近代史学乃至近

代学术史上都是少有的现象ꎮ 二是新史学论著

纷纷出版ꎬ特别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的重新撰写ꎮ
如夏曾佑编写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共 ３ 册)ꎬ先后由商务印书馆于 １９０４—１９０６ 年

出版ꎬ是中国近代最早编成的“第一部有名的新

式通史”ꎬ〔５１〕１９３３ 年被国民政府定为大学历史教

科书ꎬ并改名为«中国古代史»ꎬ影响广泛深远ꎮ
吕瑞廷与赵澂璧编写的«新体中国历史»自 １９０７
年出版后ꎬ畅销十余年ꎬ至 １９２１ 年时已经再版 ２０
多次ꎮ 其他比较重要的有曾鲲化(署名“横阳翼

天氏”)编写的«中国历史» (上册 １９０３ 年、下册

１９０４ 年)、刘师培编写的 «中国历史教科书»
(１９０５ 年)、夏清贻编著的«中学本国史教科书»
(１９０５ 年)、陈庆年编写的六卷本«中国历史教科

书»(１９０９ 年)等ꎮ 这些教科书在编纂体例上无

一例外地打破了传统史学的纪传体、编年体形

式ꎬ而是采用西方近代历史学书籍的章节体形

式ꎮ 总之ꎬ新史学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这些突出

成就ꎬ为近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

础ꎮ
(五)逻辑学

中国古典逻辑的历史渊源流长ꎬ最早见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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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诸子的名家、墨家等著作中ꎬ如«墨辨别»便是

中国第一部经典逻辑著作ꎬ但囿于各种因素和条

件的限制ꎬ中国古典逻辑并没有因此成长为逻辑

学ꎮ 中国近代逻辑学的产生ꎬ得益于西方逻辑学

思想的传入和传播ꎮ 如前述«名理探»一书ꎬ是
西方逻辑学的首个中文译本ꎬ当然内容主要是亚

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ꎮ １８８６ 年ꎬ英国逻辑学家

耶芳斯著的«辨学启蒙»ꎬ由传教士艾约瑟译成

中文ꎬ作为逻辑学的启蒙读物ꎬ书中介绍了培根、
伽利略、哥白尼、吉尔伯特等人的贡献ꎮ 这一时

期的逻辑学译作还有傅兰雅译的«理学须知»
(１８９６ 年)、中江笃介著的 «理学钩玄» (１９０２
年)、杨荫杭译的«名学» (１９０２ 年)等ꎮ 可以说ꎬ
自明清始直至 ２０ 世纪初ꎬ中国人通常按照“名
学”“辨学”“理学”“论理学”等中国古典逻辑思

维来翻译和理解西方逻辑学ꎮ
近代中国逻辑学的创始人是严复ꎮ 他不仅

大量译介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

科学ꎬ而且十分注重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

法———逻辑学的介绍ꎮ １９００ 年ꎬ严复在上海创

办名学会ꎬ讲授逻辑学ꎮ １９０２ 年ꎬ他翻译出版了

穆勒的经典著作«穆勒名学»ꎮ 作为反映 １９ 世纪

中后期西方资产阶级经验主义思想的极具代表

性逻辑学著作ꎬ该书在继承培根倡导的归纳逻辑

的基础上ꎬ提出了著名的求因果方法ꎬ建立起归

纳逻辑的完整体系ꎮ 尽管严复在该书中首次将

“ｌｏｇｉｃ”译成“逻辑”ꎬ且多次提及这一概念ꎬ不过

他更倾心于将之译为“名学”ꎮ 这不论是从本书

译名还是从几年后严复翻译耶芳斯著作«名学浅

说»的译名上都可以得到印证ꎮ 因此说ꎬ严复对

近代中国逻辑学的思考ꎬ既有西方逻辑学的归纳

法、演绎法的学理ꎬ同时蕴含着中国古典逻辑中

“名学”思辨的传统ꎮ 正如蔡元培所言:“严氏于

«天演论»外ꎬ最注意的是名学严氏觉得名

学是革新中国学术最要的关键ꎮ” 〔５２〕

«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两部译作的出

版ꎬ推动了西方逻辑学在中国的译介ꎬ也推动了

中国近代逻辑学的发端ꎮ 郭斌指出:“吾国逻辑

之学素不发达ꎬ思想笼统ꎬ成为心习ꎮ 先生首先

翻译西洋逻辑名著ꎬ提倡慎思明辨之风ꎬ其功实

伟ꎮ” 〔５３〕郭湛波也强调说:“自严先生译此二书ꎬ
论理学始风行国内ꎬ一方学校设为课程ꎬ一方学

者用为致学方法ꎮ” 〔５４〕这些逻辑学译书既有诸如

十时弥的«论理学纲要» (１９０２ 年)、大西祝的

«论理学»(１９０６ 年)、随文的«辨学»(１９０８ 年)等
学理著作ꎬ也有适合于大中小学的教科书ꎬ如日

本富山房编写的小学教材«论理学问答» (１９０３
年)ꎬ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教授服部宇之吉编写的

中学教材«最新论理学教科书» (１９０８ 年)ꎬ以及

服氏编写的大学教材«论理学讲义»ꎬ该书原是

作者 １９０２—１９０９ 年在京师大学堂任师范馆正教

习时讲授“逻辑学”的课程提纲ꎬ后将讲义稿本

加以润色ꎬ撰成汉文ꎬ于 １９０４ 年由富山房正式出

版ꎮ
除上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逻

辑学外ꎬ法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学科也在西方近

代社会科学的传播大潮中开始了孕育和产生ꎮ
一方面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落地与生

长ꎬ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近代转型ꎬ
这两方面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孕育和生成

的两条重要渠道ꎮ 有意思的是ꎬ这两条渠道大多

数时候并不泾渭分明ꎬ而是复杂地纠缠在一起ꎬ
展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丰富性和多彩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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